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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并演绎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工业环境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测算我国及各省份清洁、非清洁技术

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门限效

应。研究发现：各地区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惩罚性环境规制

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直接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者明显大于后者，但前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后者的

作用力度逐渐增强。二者均存在可持续两期的部分中介效应。惩罚性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分别呈现双重和三重门限效应，大部

分省份的环境规制已突破 U型门槛下限，正向作用于工业环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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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借助工业经济的发展已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伴随工业经济发展的副作用，环境污染已

经成为困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尖锐问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源于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二次加工产业，导致我

国的优势产业集中于中低端价值链，中低端产业的主要特点就是高耗能、高污染。虽然我国已经迈入去产

能、控污染的新经济发展模式，但前期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工业环境污染已经不可逆，工业已经成为我国生态

环境的第一大污染源。《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明确指出，近年来，我国环境退化成本不断增加，环境质

量不断恶化，这暗示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在环境污染成本持续增加的基础之上。如何在保证经济增速的

同时，控制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我国当下面临的严峻问题。环境是公共产品，需要借助国家干预来达到预期目

的。环境规制是我国确保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调控手段，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水平存在明显

差异，号召各地政府因地制宜，采取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手段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不同类型的环境

规制在不同地区所带来的作用效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寻求使环境污染可控性最强的环境规制手段能够事半

功倍，降低环境退化成本。长期来看，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技术进步，清洁型技术是国家绿色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能够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清洁型技术进行有效的环境规制，将成为

我国应对环境污染和提升环境效率的双赢途径。

早期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假说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将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成本内生于企业生产，增

加企业的研发成本，抑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1⁃2］。不同于这些学者对环境规制的态

度，Poter［3］基于动态视角对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合理的环境规

制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这种创新效应补偿了企业的规制成本，促进了企业的生产率提升，

进一步增强了企业产品的竞争力，进而提升环境质量，这种观点被称为“波特假说”。“波特假说”开启了新的

研究热点，并在后期研究中得到了扩展。一些学者通过将环保专利数量、研发投入和生产率提升等作为技术

创新的替代变量，验证了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之间的正向激励关系［4⁃6］。Ambec和 Barla［7］的研究证实，通过

强制性的环境规制措施可以激励企业对清洁技术的研发投入，提升企业的清洁技术创新水平，实现帕累托均

衡从低研发向高研发的转换。但有学者发现，这种研发投入所取得的收益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为了保证清

洁技术研发企业的获益能力，需要对整个行业实施一贯性的强制环境规制［8］。

随着研究的深入，后期学者发现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之间不是简单的抑制或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不同的

研究样本上，所表现出来的关系往往是非线性形式，比如，二者可能呈现 U型关系［9⁃11］。这是否暗示着环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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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清洁型技术之间也存在着非线性关系？Acemoglu等［12］将清洁偏向型技术内生化，通过理论模型验证了

只有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程度，技术进步才会偏向于清洁型。Hascic等［13］通过对 OECD国家汽车行业的研

究发展，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清洁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环境税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会

促进污染综合治理技术的提升，政府制定污染排放标准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二次燃烧污染治理技术作

用更强。董直庆和焦翠红［14］发现中国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所有制结构的作用下，使得环境规制对清洁技

术创新的作用呈现出非单一性，并具有双重门槛特性。

上述研究对于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的作用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也没有通过环境规制和清洁技术扩展到

工业环境效率的提升上，对于三者之间的理论机制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拓展。承接上述问题，本文的研究贡献

如下：一是将研究对象从环境规制对清洁技术的影响扩展到了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

效率提升影响的问题上，构建并演绎了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丰富和拓展了环境规制和清洁技术的理论框

架；二是测算并分析我国及 30个省份（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缺失剔除）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

业环境效率，直观反映了我国及各省份生态环境发展情况；三是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清洁型技术

结构和工业环境效率的直接效应，验证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的中

介效应，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的非线性门限效应，对各

省份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作用进行了归纳，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一、作用机制

（一）非环境规制下清洁型技术结构的作用机制

假设一国包括M和 N两个地区，M地区为技术自主研发地，N地区为技术引进地。每个地区最终产品由

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两类产品组成，且最终产品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将生产函数设定为 CES形式：

Y = é
ë
ê

ù
û
úYC

σ - 1
σ + YD

σ - 1
σ

σ
σ - 1

（1）
其中：YC为清洁型产品；YD为非清洁型产品；σ是两种产品的要素替代弹性。设 pC为清洁型产品价格，pD为非

清洁型产品价格，根据最终产品利润最大化，可以得到两种类型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比为

pC
pD
= ( )YC
YD

- 1
σ

（2）
设两种类型产品满足如下生产形式：

YJ = AJ IJ，( )J = C或D，下同 （3）
其中：I代表除了技术以外其他要素投入的集合，如资本和劳动等。非清洁型产品的生产伴随污染物的产生，

设污染物的产生满足：

V = ξYD （4）
其中：ξ代表污染物的排放比例，即污染物的排放与非清洁型产品的生产成正比。AC和 AD分别代表生产清

洁型产品和非清洁型产品所需的技术。设两种技术形态为质量提高型，具体由式（5）决定：

AJ = ∫01 qJ ( i )γ éëêê ù

û
úú

xJ ( i )
IJ

1 - γ

di （5）
总体来说，式（5）是一个 C⁃D形式的生产函数。qJ ( i )代表 J类型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创新产品质量；

xJ ( i )代表 J类型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创新产品数量；γ衡量了 C、D两种类型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投入的创新

产品质量和数量所占份额，且 0 < γ < 1。
在不考虑污染物减排的情况下，YJ 产品生产部门根据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确定对创新产品的需求

方程：

xJ = é
ë
êê

ù

û
úú

( )1 - γ PJ

hJ

1
γ

qJ IJ （6）
其中：hJ代表创新产品 xJ的价格。式（6）表明，创新产品的需求不仅受到自身价格和质量的影响，还与清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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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清洁型产品价格和投入要素相关，前者表现为“价格效应”，后者表现为“市场规模效应”。

假设创新产品市场是垄断的，即创新产品的价格由垄断厂商根据其利润最大化条件制定。借鉴

Acemoglu［15］的做法，将创新产品边际成本设为 (1 - γ )2，得到垄断厂商的生产利润：

πJ ( i ) = [ ]hJ - (1 - γ )2 xJ （7）
进一步地，垄断厂商根据利润最大化会将创新产品价格定为 (1 - γ )，代入式（6），可得：

xJ = PJ

1
γ qJ IJ （8）

进而，可以将式（7）表述为

πJ = γ (1 - γ )PJ

1
γ qJ IJ （9）

将式（8）分别代入式（5）和式（3），可得：

AJ = ( )PJ

1 - γ
γ QJ

（10）
YJ = ( )PJ

1 - γ
γ QJ IJ （11）

其中：QJ = ∫01 qJ ( i )di，表示创新产品的平均质量。

技术进步的提升表现为创新产品质量 qJ的升级，且每次升级后可以提高到 λq J（λ > 1），研发成功的概率

为 ςJ，设研发成本为 ϕςJλq J τJ，其中，ϕ为研发成本参数，研发成本与创新产品质量 qJ成正比，即所需创新产品

质量越高，研发难度越大，成本越高。τJ为研发前期投入成本。设研发的创新产品市场价值为 VJ ( i )，预期收

益率为 R，结合垄断利润，应满足：

RVJ ( i ) = πJ ( i ) + V̇ J ( i ) - ςJVJ ( i ) （12）
其中：V

•
J ( i )代表宏观因素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价值的波动；ςJVJ ( i )表示现有创新产品技术被取代的可

能性。

假设创新产品的研发领域无障碍、可自由进入，那么，研发市场出清的条件要求研发收益等于研发成本：

ςJVJ ( i + 1) = ϕςJλqJ ( i )τJ （13）
在稳态状态（平衡增长路径）下，V

•
J ( i ) = 0，结合式（13）的条件，由式（12）可以得到研发利润：

πJ ( i ) = ( )R + ςJ ϕλqJ ( i )τJ （14）
结合式（9），得出研发成功概率的表达式：

ςJ = γ (1 - γ )PJ

1
γ IJ

τJ ϕλ
- R （15）

由于在均衡路径上，两类创新产品的研发成功概率相同，即

ςC = ςD （16）
结合式（15），可以得到技术市场上的均衡条件：

PC

PD

= ( )ICID
-γ

( )τC
τD

γ

（17）
结合式（2）、式（11）和式（17），可以将两种创新产品的平均质量比表述如下：

QC

QD

= ( )ICID
γσ - γ

( )τC
τD

γ - γσ - 1
（18）

结合式（10）、式（17）和式（18），可得到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的技术比：

AC
AD
= ( )ICID

γσ - 1

( )τC
τD

-γσ
（19）

可见，清洁型与非清洁型技术研发的前期成本比的增加会阻碍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的技术比（代表技

术结构）的提升。当 γσ - 1 < 0时，清洁型与非清洁型其他要素投入比的增加会阻碍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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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比的提升；当 γσ - 1 > 0时，清洁型与非清洁型其他要素投入比的增加会促进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技

术比的提升。

命题 1：在不考虑环境规制的情况下，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技术比（技术结构）取决于两种产品生产过

程中的其他要素投入比和两种技术研发的前期成本比，且后者的增加会阻碍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技术比

的提升。

（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技术结构的作用机制
下面考虑纳入环境规制的情况，不同于常规的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划分形式，本文从

事前和事后控制的角度来看，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向奖励性规制和负向惩罚性规制两种。对于清洁型产品的

生产企业可以采用奖励性规制，补贴清洁型技术研发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往往发生在产品生产前期。对于非

清洁型产品的生产企业可以采用惩罚性规制，对非清洁型产品生产所伴随产生的污染物征税，往往发生在产

品生产后期。

1. 正向奖励性规制：对清洁型产品技术研发给予补贴

设每单位清洁型创新产品研发投入给予 e ( )qC，ϕ，ςC 单位的补贴，补贴标准与创新产品研发质量、研发成

本参数、研发成功概率相关，一般来说，创新产品研发质量越高、补贴标准越高；研发成本参数越高、补贴标准

越高；研发成功概率越高，补贴标准越高。因此，清洁型创新产品的研发成本为 ϕςCλqCτC - e ( )qC，ϕ，ςC τC，为

了简化计算，令 e ( )qC，ϕ，ςC = θϕςC λqC，θ代表研发补贴参数，且 0 < θ < 1，则研发成本为 ( )1 - θ ϕςC λqC ( i )τC。
研发市场出清的条件下，式（13）变为

ςCVC ( i + 1) = ( )1 - θ ϕςC λqC ( i )τC （20）
在稳态状态下，得出清洁型产品研发成功概率的表达式为

ςC = γ (1 - γ )PC

1
γ IC

( )1 - θ τCϕλ - R （21）
平衡路径上，根据两类创新产品的研发成功概率相同，得到技术市场上的均衡条件：

PC

PD

= ( )ICID
-γ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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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θ τC
τD

γ

（22）
进一步，得到两种创新产品的平均质量比为

QC

QD

= ( )ICID
γσ - γ

é

ë
êê

ù

û
úú

( )1 - θ τC
τD

γ - γσ - 1
（23）

结合式（10）、式（22）和式（23），可得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的技术比：

AC
AD
= ( )ICID

γσ - 1
é

ë
êê

ù

û
úú

( )1 - θ τC
τD

-γσ
（24）

对式（24）中的 θ求导可得：

∂ ( )AC AD
∂θ = γσ ( )ICID

γσ - 1

( )τC
τD

-γσ
( )1 - θ -γσ - 1 （25）

可见，当 0 < θ < 1时，正向奖励性规制的增加会提高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的技术比，促进清洁型技术

的研发；但当 θ > 1时，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的技术比则会下降，阻碍清洁型技术的研发，也就是说，正向奖

励性规制存在最优极值，应在研发支出范围内给予补贴。

2. 负向惩罚性规制：对非清洁型产品污染进行征税

设对每单位排污物征收一定的比例税，记为 t，结合式（4），污染物的排放成本为 tPDV，非清洁产品生产部

门根据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确定对创新产品的需求方程：

xD = é
ë
êê

ù

û
úú

( )1 - γ PD ( )1 - tξ
hD

1
γ

qD ID （26）
结合创新产品垄断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式（26）可以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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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D = [ ]PD ( )1 - tξ
1
γ qD ID （27）

非清洁型产品技术可以表述为

AD = [ ]PD ( )1 - tξ
1 - γ
γ QD

（28）
非清洁型产品的生产形式可以表述为

YD = [ ]PD ( )1 - tξ
1 - γ
γ QD ID （29）

根据技术市场上的出清条件、平衡路径下利润最大化条件，可得非清洁型创新产品研发成功概率为

ςD = γ (1 - γ ) [ ]PD ( )1 - tξ
1
γ ID

τD ϕλ
- R （30）

由于在均衡路径上两类创新产品的研发成功概率相同，可得技术市场上的均衡条件：

PC

PD

= ( )1 - tξ ( )ICID
-γ

( )τC
τD

γ

（31）
结合式（2）、式（29）和式（31），可以将两种创新产品的平均质量比表述如下：

QC

QD

= ( )1 - tξ -σ ( )ICID
γσ - γ

( )τC
τD

γ - γσ - 1
（32）

结合式（10）、式（28）、式（31）和式（32），可得到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的技术比：

AC
AD
= ( )1 - tξ -σ ( )ICID

γσ - 1

( )τC
τD

-γσ
（33）

对式（33）t求导可得：

∂ ( )AC AD
∂t = σξ ( )1 - tξ -σ - 1 ( )ICID

γσ - 1

( )τC
τD

-γσ
（34）

可见，当 0 < tξ < 1时，负向惩罚性规制的增加会提高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的技术比，促进清洁型技术

的研发；但当 tξ > 1时，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的技术比会下降，阻碍清洁型技术的研发，也就是说，负向惩

罚性规制存在最大上限，应在污染物排放支出范围内征税。

命题 2：在进行环境规制的情况下，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的技术比除了取决于两种产品生产过程中的

其他要素投入比和两种技术研发的前期成本比外，在正向奖励性环境规制下，还受研发补贴参数的影响，且

在研发支出范围内研发补贴参数的增加会促进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技术比的提升；在负向惩罚性环境规

制下，受污染税和排污比例的影响，且在污染物排放支出范围内污染税和排污比例的增加会促进清洁型和非

清洁型产品技术比的提升。

分别对式（24）和式（19）取对数并作差，可得正向奖励性规制与非环境规制下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技

术比的大小关系：

Δln AC
AD
= -γσln ( )1 - θ （35）

可见，式（35）的结果大于 0，正向奖励性规制下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技术比大于非环境规制的技

术比。

分别对式（33）和式（19）取对数并作差，可得负向惩罚性规制与非环境规制下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技

术比的大小关系：

Δln AC
AD
= -σln ( )1 - tξ （36）

式（36）的结果大于 0，说明负向惩罚性规制下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技术比大于非环境规制下的技术比。

分别对式（24）和式（33）取对数并作差，可得正向奖励性规制与负向惩罚性规制下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

品技术比的大小关系：

123



技术经济 第 39 卷 第 6 期

Δln AC
AD
= σ [ ]ln ( )1 - tξ - ln ( )1 - θ γ

（37）
正向奖励性与负向惩罚性规制下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技术比的大小关系取决于 1 - tξ与 ( )1 - θ γ

的

大小关系。当 1 - tξ > ( )1 - θ γ
，正向奖励性规制提升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技术比的效果更明显；当 1 -

tξ < ( )1 - θ γ
，负向惩罚性规制提升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技术比的效果更明显。

命题 3：无论是何种环境规制，均能够提升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技术比。正向奖励性与负向惩性型规

制的作用差异取决于两种技术研发的前期成本比、创新产品质量和数量所占份额、研发补贴参数、污染税和

排污比例的大小。

（三）异质性环境规制、技术结构与环境效率的作用机制
根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对环境效率的界定，即环境效率=产品或服务的价值/生态环境的负荷，可以

将环境效率表述如下：

E = PY
ξYD

（38）
P代表产品 Y的价格，令 P = 1。将式（1）和式（3）代入，整理可得：

E = 1
ξ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AC

AD

σ - 1
σ ( )ICID

σ - 1
σ

+ 1
σ

σ - 1

（39）

式（39）说明，在不考虑环境规制的情况下，清洁型与非清洁型技术比的增加、其他要素投入比的增加会

促进环境效率的提升。

将式（24）代入式（39），得到在正向奖励性规制下的环境效率表达式：

E = 1
ξ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θ -γ ( )σ - 1 ( )τC

τD

-γ ( )σ - 1

( )ICID
γ ( )σ - 1

+ 1
σ

σ - 1
（40）

可见，在研发支出范围内，研发补贴参数的增加会促进环境效率的提升。

将式（33）代入式（39），得到在负向惩罚性规制下的环境效率表达式：

E = 1
ξ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 tξ -( )σ - 1 ( )τC

τD

-γ ( )σ - 1

( )ICID
γ ( )σ - 1

+ 1
σ

σ - 1
（41）

可见，在污染物排放支出范围内，污染税和排污比例的增加会促进环境效率的提升。

命题 4：清洁型与非清洁型技术研发的前期成本比的增加会阻碍环境效率的提升，清洁型与非清洁型技

术研发的其他要素投入比的增加会促进环境效率的提升。正向奖励性规制下，在研发支出范围内，研发补贴

参数的增加会促进环境效率的提升；负向惩罚性规制下，在污染物排放支出范围内，污染税和排污比例的增

加会促进环境效率的提升。

二、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根据前文作用机制的推导结果，环境效率会受到清洁型与非清洁型产品技术结构（简称“清洁型技术结

构”）和环境规制的影响，而环境规制又会对清洁型技术结构产生直

接影响，即清洁型技术结构对环境效率存在中介效应，因此，本文采

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不同于传统计量分析所产生的总

效应，中介效应模型包括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两部分。如图 1所
示，在不存在中介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 IV对因变量 DV的作用效应

为 c，存在中介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效应由直接效

应 c′和中介效应 ab两部分组成，其中，ab为自变量 IV通过中介变量

)6 $6

A

ᬍ͚ϸअ䛼

)6 $6

C̨

C

B

ᰶ͚ϸअ䛼

-6

图 1 中介效应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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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对因变量 DV所产生的中介效应。根据中介效应的作用机制，本文探讨的是自变量环境规制（ER）通过中

介变量清洁型技术结构（AS）对因变量环境效率（E）产生的作用效应。

具体来说，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Eit = α 0 + cERit + α 1Xit + μi1 + νt1 + εit （42）
ASit = β0 + aERit + β1Xit + μi2 + νt2 + εit （43）

Eit = η 0 + c′ERit + bASit + η 1Xit + μi3 + νt3 + εit （44）
其中：i和 t分别代表省份和时间；X为控制变量的总称；μ为个体效应；ν为时间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和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工业环境效率（E）作为被解释变量（因变量），在 DEA模型框架下，以工业销售产值作为期望产

出，以污染物中的典型二氧化硫（SO2）和化学需氧量（COD）的排放量代表非期望产出，以工业企业平均从业

人员作为劳动投入、以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作为资本投入，为了凸显环境因素的重要性，选取工业废气和工业

废水治理的运行费用之和、工业环境污染防治投资两个指标代表环境治理投入、以工业能源投资作为能源投

入。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取 2004—2015年作为研究期间，其中个别年份缺失的数据以各年份指标平均增

长率进行推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价格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

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产出类指标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投资类指

标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费用类指标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以 1999年为基期。

将各省份工业环境效率测算结果

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 3部分，如图 2
所示。总体来讲，东部地区的工业环

境效率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

部地区工业环境效率最低。在西部大

开发推进政策的引领下，西部地区在

2006年以后工业环境效率一直呈上升

态势，但于近期已经超越中部地区，进

入新常态时期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

工业环境效率在 2012年后转变了上升

趋势，趋于平稳。这说明各地区之间

工业环境效率存在明显差异，且与经

济发展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2. 中介变量

本文以清洁型技术结构（AS）作为中介变量。清洁行业和非清洁行业的划分参照沈能［16］的方法，以《中

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治理的运行费用为测算基础，以各行业废水和废气的比例为各自权

重测算工业各行业污染排放强度，以 2004—2015年为研究期限，将工业 39个行业根据污染排放强度进行划

分，考虑到后期实证研究中数据的连续性和可得性，结合《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各行业的划分方法，最

终选取 25个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划分方法如下。

（1）清洁行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烟草制品业、金属制品业。

（2）非清洁行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医药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

燃料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矿采选

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造纸及纸制

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清洁型技术结构即清洁行业产品技术效率与非清洁行业产品技术效率的比值。以 DEA方法测算清洁行

业和非清洁行业 TFP指数，选取 1999—2016年为研究期间，测算清洁行业和非清洁行业的技术效率值。按照

清洁行业和非清洁行业的划分标准，以两类行业对应的细分行业增加值之和为产出，以两类行业对应的细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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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4—2015年中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工业环境效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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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平均从业人员之和为劳动投入，以两类行业对应的细分行业资本存量作为资本投入。其中，《中国工业经济

统计年鉴》对各行业工业增加值仅公布到 2007年，因此，2008年后的各行业工业增加值采用各行业工业销售产

值的增长率来近似推算，以工业出厂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参照姚毓春等［17］，采用永续

盘存法，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以 1999年为基期。由于 TFP衡量的是技术增长率，因此，参照王

林辉等［18］对技术进步方向转化的做法，以 1999年的技术效率值为基期，将技术增长率转换为技术效率值。

清洁行业技术效率发展趋势如图 3（a）所示，总体来说，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 3个地区清洁行业技术效

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且增长率走势类似，多数年份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最高，但西部地区于近几年的技术

效率增长率不断增高，已经超越东部和西部地区。非清洁行业技术效率发展趋势如图 3（b）所示，全国和三

大区域的非清洁行业技术效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一直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

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值差距不大，二者交错发展。由此可见，东部、中部、西部 3个地区清洁型技术结

构的发展趋势也会呈现较大差异。

3. 解释变量

本文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是惩罚性和奖励性环境规制。以单位污染收费来代表惩罚性环境规制，则单

位污染收费=（工业废气治理运行费用+工业废水治理运行费用）/（工业 SO2排放总量+工业 COD排放总量），

记为表达式一。以单位研发补贴作为奖励性环境规制，则单位研发补贴=工业企业 R&D研发经费中的政府

补贴额/清洁行业 GDP，记为表

达式二。其中，由于《中国科技

统计年鉴》仅公布了 2009年以

后的工业企业 R&D经费中的政

府支出，因此 2004—2008 年的

工业企业 R&D研发经费中的政

府支出由 R&D经费支出中的政

府资金在工业企业的投入额乘

以各地区财政支出中的科技支

出在全国的占比来表示。

根据理论机制的推导结果，

结合现有文献对环境效率影响

因素的研究［19⁃21］，本文选取研发

投入水平、要素投入结构、对外

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作为控制

变量，上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

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

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价

格统计年鉴》，变量描述性统计

见表 1。
三、实证分析

（一）直接效应

本文研究对象为 2004—2015年中国 30个省份（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缺失剔除）的工业环境效

率，符合短面板的特性，为了解决异方差问题，采用 Driscoll和 Kraay［22］提出的 xtscc方法处理。由于环境规制

的作用往往具有滞后效应，且环境规制与清洁型技术结构、工业环境效率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了

克服内生性问题，对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两期做进一步回归。表 2显示了清洁型技术结构在当期、滞后一

期和两期下的回归结果。与推导结果类似，奖励性和惩罚性环境规制对清洁型技术结构均具有正向影响，且

惩罚性环境规制的作用力度大于奖励性环境规制，惩罚性环境规制的显著作用仅体现在当期，奖励性环境规

�
���
�
���
�
���
�

���� ���� ���� ���� ����

పڕ ͉䘕 ͚䘕 㺬䘕

Ꭱ
�
���
�
���
�
���
�
���
�

���� ���� ���� ���� ����

పڕ ͉䘕 ͚䘕 㺬䘕

ᎡЪᎡЪ

喍B喎䲋⌲∮㵹͇喍A喎⌲∮㵹͇

ឭ
ᱜ

᩵
⢴

թ

ឭ
ᱜ

᩵
⢴

թ

图 3 1999—2016年清洁行业和非清洁行业全国及

东中西三大地区技术效率值发展趋势图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E

AS

PER
EER
CS
FS
RD
IS
OS
AS′

变量含义

工业环境效率

清洁型技术结构

惩罚性环境规制

奖励性环境规制

前期研发投入成本结构

要素投入结构

研发投入水平

产业结构

对外开放程度

清洁型技术结构

表示方法

模型测算

模型测算：
清洁与非清洁行业技术效率比值

单位污染收费（见文中表达式一）

单位研发补贴（见文中表达式二）

清洁与非清洁行业上期资本存量比值

清洁与非清洁行业从业人员比值

工业企业 RD经费投入与工业 GDP比值

清洁与非清洁行业 GDP比值

工业企业 FDI与工业 GDP比值

清洁与非清洁行业固定资产净值比值

平均值

0.9652
1.1932
0.7904
0.0047
0.2791
0.7946
1.2150
0.6088
0.5255
0.2963

标准差

0.4314
0.6203
0.7492
0.0049
0.1956
0.6998
1.0760
0.4170
0.9628
0.2173

最大值

3.0601
4.6289
5.1385
0.0351
0.8540
4.2767
8.4270
2.0679
10.2332
1.5864

最小值

0.0928
0.2819
0.0432
0.0007
0.0107
0.0733
0.0248
0.0390
0.0293
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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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递延到下一期，但滞后到第二期也不再显著。前期研发投入成本结构对清洁型技

术结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一直会延续到两期之后，但作用力度在减弱。清洁行业要素投入结构对清洁

型技术结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作用效果仅体现在当期。清洁行业产业结构对清洁型技术结构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且作用效果持续到两期之后，作用力度在减弱。

表 2 清洁型技术结构回归结果

变量

当期

滞后一期

滞后两期

PER
0.1493**

（0.0600）
0.0769

（0.0759）
0.0673

（0.0655）

EER
0.0142**

（0.0054）
0.0102*

（0.0054）
0.0089

（0.0051）

CS
-1.1823***
（0. 3507）
-0.9666***
（0.2492）
-0.7196**
（0.2242）

FS
0.2801***
（0.0887）
0.1173

（0.1727）
0.1275

（0.1542）

IS
1.5829***
（0.1922）
1.3496***
（0.2709）
1.2417***
（0.2620）

cons
0.9583***
（0.1248）
0.9333***
（0.1221）
0.8952***
（0.1168）

R2

0.419
0.3969
0.3988

F

2007.38
560.2
1078.5

注：括号中数据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由于清洁型技术结构和工业环境效率均是以

DEA测算的结果，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根据现有研究中证实的可以固定资产中的设备工器具

投资来表征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23］，结合数据的可得

性，本文以清洁和非清洁行业所对应的细分行业的固

定资产净值之和的比值来代表清洁型技术结构进行稳

健性检验。表 3列示了工业环境效率的基准回归和稳

健性检验结果，二者的结果类似。惩罚性环境规制和

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惩罚性环境规制的作用力度明显大于奖励性环境规

制，二者的作用效果均能持续到两期后，但惩罚性环境

规制的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奖励性环境规制的作用力

度逐渐增强，这说明惩罚性环境规制在实施前期对企

业的规制力度更强，之后会逐渐淡化，而奖励性环境规

制带来的作用效果主要体现在后期，对后期环境效率

的提升红利更大。清洁型技术结构会显著促进工业环

境效率的提升，且作用力度较强，并能滞后到两期之

后，但后期会逐渐减弱，充分体现了清洁型技术结构对

环境效率的贡献率和作用时间的持久性。清洁行业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作用效果类似于清洁行业技

术结构。研发投入会促进工业环境效率的提升，但作用效果仅在当期显著，说明大规模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

对环境效率的提升针对性不强。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开放程度会抑制工业环境效率的提升，这说明对外开放

所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对象可能偏重于非清洁行业，这与我国低附加价值产品占比较高有关。

（二）中介效应
根据理论推导结果，环境规制会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产生间接影响，应用中介效应模

型，可以进一步分解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中介效应，见表 4。当期、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中惩罚性环

境规制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系数均显著，经 Bootstrap检验，直接效应和

中介效应均有效，可以认定为部分中介效应。两种环境规制下中介效应的作用效果可以持续到两期之后，但

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传导比例在后期作用中逐渐减弱，均从 30%左右下降到了 21%左右，这验证了中介

效应的存在，与理论推导结果吻合，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中介效应所带来的间接作用效果。

（三）门限效应
理论推导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环境效率并非简单的线性作用，因此，本文采用非线性的门限效应模型

对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参照 Hansen［24］的方法，设定如下三重门限形态：

lnEjt = aj + θ1ERjt × I ( )ASij ≤ ϕ 1 + θ2ERjt × I ( )ϕ 1 ≤ ASij ≤ ϕ 2 + θ3ERjt × I ( )ϕ 2 ≤ ASij ≤ ϕ 3 +
θ4ERjt × I ( )ASij ≥ ϕ 3 + β1Xij + μjt （45）

其中：Xij为一组控制变量；I ( )⋅ 为示性函数；ASij为门限变量。

表 3 工业环境效率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变量

PER

EER

AS或 AS′
FS

IS

RD

OS

cons
R2
F
P>F
obs

基准回归 AS
当期

0.1639***
（0.0431）
0.0042*

（0.0022）
0.2116***
（0.0243）
0.2156***
（0.0335）
0.1261***
（0.0295）
0.0239*

（0.0212）
-0.0860**
（0.0370）
0.3542***
（0.0452）
0.5605
8771.05
0.0000
360

滞后一期

0.1481***
（0.0467）
0.0066***
（0.0015）
0.1893***
（0.0227）
0.1752***
（0.0327）
0.1268***
（0.0230）
0.0109

（0.0163）
-0.0813**
（0.0334）
0.3633***
（0.0449）
0.5697
5056.01
0.0000
330

滞后两期

0.1534***
（0.0344）
0.0074***
（0.0018）
0.1741***
（0.0211）
0.1511***
（0.0247）
0.1232***
（0.0213）
0.0048

（0.0104）
-0.0674*

（0.0317）
0.3403***
（0.0414）
0.5742
4353.28
0.0000
300

稳健性检验 AS′
当期

0.1759***
（0.0406）
0.0046*

（0.0022）
0.5534***
（0.1001）
0.1241***
（0.0558）
0.0861***
（0.0511）
0.0414*

（0.0318）
-0.0844**
（0.0359）
0.5369***
（0.0899）
0.5060
2487.46
0.0000
360

滞后一期

0.1545***
（0.0460）
0.0071***
（0.0015）
0.4085**

（0.1701）
0.0912*

（0.0463）
0.1298*

（0.0708）
0.0208

（0.0250）
-0.0813**
（0.0333）
0.5464***
（0.0879）
0.5159
2009.08
0.0000
330

滞后两期

0.1515***
（0.0349）
0.0077***
（0.0019）
0.3719*

（0.1650）
0.0553

（0.0421）
0.1357*

（0.0664）
0.0065

（0.0163）
-0.0690*

（0.0331）
0.5341***
（0.0805）
0.5268
6619.49
0.0000
300

注：括号中数据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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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惩罚性环境规制和奖励性环境规制进行门限检验，利用 Bootstrap法反复抽验 300次，得到环境规

制门限个数和相应估计值，见表 5。惩罚性环境规制在单一门限和双重门限的统计结果上均达到了 5%的显

著性水平，即惩罚性环境规制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奖励性环境规制在单一门限、双重门限和三重门限的统计

结果上分别达到了 5%、10%和 5%的显著性水平，即奖励性环境规制存在三重门限效应。

各门限估计值和置信区间的检验结果见表 6，结合表 7列示的面板门限模型的估计值，可以得到两种环境

规制的作用结果。对于惩罚性环境规制 PER，其作用系数显示出了U型形态，当 AS小于第一个门限值 1.149时，

PER对工业环境效率的作用为负且不显著；当 AS越过第一个门限值，

PER会显著促进工业环境效率的提升，当 AS越过第二个门限值 3.184
时，PER对工业环境效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大，即惩罚性环境规制

对工业环境效率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清洁型技术结构的提升而增大。

对于奖励性环境规制 EER，其作用效果主要呈现正向形态，也可以理

解为各省份环境规制力度均已突破U型下限，正向作用于环境效率。

当 AS小于第一个门限值 1.258时，EER对工业环境效率的作用不显著；

当 AS越过第一个门限值，EER会显著促进工业环境效率的提升；当 AS

越过第二个门限值 1.492时，EER对工业环境效率的促进作用有所回

落；但当 AS越过第三个门限值 3.184时，EER对工业环境效率的促进作

用有显著增加。总体来说，奖励性环境规制会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正

向作用于工业环境效率，且当清洁型技术结构越过第三个门限时，奖

励性环境规制的作用力度最大。

表 7 面板门限模型估计值

PER ( )AS < ϕ1
PER ( )ϕ1 < AS < ϕ2

PER ( )AS > ϕ2

FS

IS

RD

OS

cons

-0.0041
（0.0433）
0.1402***
（0.0242）
0.7783***
（0.1139）
0.0970**

（0.0385）
0.4421***
（0.1197）
0.0364***
（0.0131）
0.0111

（0.0149）
0.3954***
（0.0705）

［-0.0893，0.0810］
［0.092，0.187］

［0.554，1.002］

［0.021，0.172］
［0.206，0.677］
［0.011，0.062］
［-0.018，0.041］
［0.256，0.534］

EER ( )AS < ϕ1
EER ( )ϕ1 < AS < ϕ2
EER ( )ϕ2 < AS < ϕ3
EER ( )AS > ϕ3

FS

IS

RD

OS

cons

0.0022
（0.0033）
0.0344***
（0.0059）
0.0161***
（0.0025）
0.1400***
（0.0208）
0.0798**

（0.0375）
0.3663***
（0.1177）
0.0348***
（0.0127）
0.0061

（0.0144）
0.4446***
（0.0698）

［-0.004，0.008］
［0.022，0.046］
［0.011，0.021］
［0.099，0.181］
［0.006，0.153］
［0.134，0.598］
［0.009，0.060］
［-0.022，0.034］
［0.307，0.581］

惩罚性环境规制模型

变量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奖励性环境规制模型

变量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表 4 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中介效应

变量

当期

滞后一期

滞后两期

PER

EER

PER

EER

PER

EER

c
0.2857***
（0.0264）
0.0272***
（0.0023）
0.2704***
（0.0262）
0.0268***
（0.0022）
0.2697***
（0.0260）
0.0260***
（0.0023）

c′
0.2879***
（0.0441）
0.0282***
（0.0039）
0.2535***
（0.0458）
0.0254***
（0.0041）
0.2151***
（0.0481）
0.0223***
（0.0042）

a
0.3059***
（0.0272）
0.2949***
（0.0273）
0.2825***
（0.0274）
0.2651***
（0.0270）
0.2632***
（0.0274）
0.2461***
（0.0272）

b
0.1976***
（0.0240）
0.0189***
（0.0021）
0.1988***
（0.0238）
0.0201***
（0.0021）
0.2131***
（0.0235）
0.0205***
（0.0021）

ab/c
30.82%

30.58%

26.49%

25.09%

21.00%

21.13%

Bootstrap结果

两种效应均显著

两种效应均显著

两种效应均显著

两种效应均显著

两种效应均显著

两种效应均显著

95%置信区间

均不含 0

均不含 0

均不含 0

均不含 0

均不含 0

均不含 0
注：括号中数据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 5 环境规制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PER

EER

门限数

单一门限

双重门限

三重门限

单一门限

双重门限

三重门限

F

30.712**
18.022**
5.936
34.997**
21.501*
12.745**

p

0.013
0.040
0.143
0.013
0.063
0.020

临界值

1%
36.698
26.996
23.910
46.033
40.303
15.400

5%
18.240
13.668
9.999
20.367
25.319
8.617

10%
14.011
7.841
7.196
16.966
17.216
6.524

注：括号中数据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 6 门限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变量

PER

EER

门限
ϕ1
ϕ2
ϕ1
ϕ2
ϕ3

门限估计值

1.149
3.184
1.258
1.492
3.184

95%置信区间

［0.911，1.484］
［3.091，3.184］
［1.239 ，1.407］
［1.487，1.902］
［3.091，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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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F
p>F

0.5172
43.12
0.0000

R2
F
p>F

0.5430
42.38
0.0000

续表

惩罚性环境规制模型

变量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奖励性环境规制模型

变量 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注：括号中数据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进一步地，对不同省份对应的门限区间进行划分，如表 8所示。在惩罚性环境规制下，黑龙江、陕西和新

疆的清洁型技术结构值还没有越过第一个门限，说明这 3个省份的惩罚性环境规制没有对工业环境效率形

成显著影响；内蒙古、吉林和云南的清洁型技术结构值已经越过第二个门限值，这 3个省份的惩罚性环境规

制可以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作用力度最强；除此以外的其他省份清洁型技术结构值均处

于第一和第二个门限值之间，这些省份的惩罚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作用力度

一般。在奖励性环境规制下，黑龙江、山西、陕西和新疆的清洁型技术结构值还没有越过第一个门限，这 4个
省份的环境规制没有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显著影响；浙江、江西和宁夏的清洁型技术结构值处于第一和第二

个门限值之间，这 3个省份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

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力度较强；内蒙古、吉林和云南的清洁型

技术结构值已经越过第三个门限值，这 3个省份奖励性环境规制

对工业环境效率的促进作用最强；除此之外其他省份清洁型技术

结构值处于第二和第三个门限值之间，这些省份的惩罚性环境规

制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作用力度一般。上述

尚未跨越第三个门限值的省份，要想提高奖励性和惩罚性环境规

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间接作用效果，需要提升清洁型技术结

构值。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并数理推导了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行业技术结构与环境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

以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 DEA模型对清洁行业技术结构和工业环境效率进行了测算，通过 Driscoll和
Kraay［22］方法、中介效应模型和非线性门限模型分别对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直接效应、中介效

应和门限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 ，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和启示：

第一，根据数理推导结构，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的技术比（技术结构）取决于两种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其

他要素投入比和两种技术研发的前期成本比。在奖励性环境规制下，还受研发补贴参数的影响，且研发补贴

参数的增加会促进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技术比的提升；在惩罚性环境规制下，受污染税和排污比例的影

响，且污染税和排污比例的增加会促进清洁型和非清洁型产品技术比的提升。清洁型与非清洁型技术研发

的前期投入成本比的增加会阻碍环境效率的提升，清洁型与非清洁型技术研发的其他要素投入比的增加会

促进环境效率的提升。奖励性规制下，研发补贴参数的增加会促进环境效率的提升；惩罚性规制下，污染税

和排污比例的增加会促进环境效率的提升。

第二，全国及东中西 3个地区清洁行业技术效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且增长率走势类似，多数年份东部地

区的技术效率值最高，但西部地区于近几年的技术效率增长率不断增高，已经超越东部和西部地区。全国和

三大区域的非清洁行业技术效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值一直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值差距不大，二者交错发展。东部地区的工业环境效率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

地区，西部地区工业环境效率最低。在西部大开发推进政策的引领下，西部地区在 2006年以后工业环境效

率一直呈上升态势，但于近期已经超越中部地区。进入新常态时期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工业环境效率在

2012年后转变了上升趋势，趋于平稳。

第三，直接效应的实证结果显示：奖励性环境规制和惩罚性环境规制对清洁型技术结构具有正向影响，

且惩罚性环境规制的作用力度大于奖励性环境规制，惩罚性环境规制的显著作用仅体现在当期，奖励性环境

规制的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递延到下一期。惩罚性环境规制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惩罚性环境规制的作用力度明显大于奖励性环境规制，二者的作用效果均能持续到两期后，但惩罚

表 8 不同环境规制下门限区间的对应省份

环境规制类型

惩罚性环境规制

奖励性环境规制

门限区间

AS < ϕ1
ϕ1 < AS < ϕ2
AS > ϕ2
AS < ϕ1

ϕ1 < AS < ϕ2
ϕ2 < AS < ϕ3
AS > ϕ3

对应省份

黑龙江、山西、新疆

其他省份

内蒙古、吉林、云南

黑龙江、山西、陕西、新疆

浙江、江西、宁夏

其他省份

内蒙古、吉林、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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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环境规制的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奖励性环境规制的作用力度逐渐增强。清洁型技术结构会显著促进工业

环境效率的提升，且作用力度较强，并能滞后到两期之后，但后期会逐渐减弱，中介效应的实证结果显示：两

种环境规制下中介效应的作用效果可以持续到两期之后，但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传导比例在后期作用中

逐渐减弱，均从 30%左右下降到了 21%左右，这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门限效应的实证结果显示：惩罚性

环境规制存在双重门限效应，奖励性环境规制存在三重门限效应。惩罚性和奖励性环境规制会在清洁型技

术结构越过第一个门限值后开始显著正向作用于工业环境效率，且越过第三个门限后，两种环境规制的作用

力度最大。大部分省份的清洁型技术结构值处于中间位置，惩罚性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已经正向作用于工业

环境效率，但还没有达到最大值。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既要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的发展，又要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清洁型技

术结构的提升是实现双赢局面的重要途径。我国大部分省份的清洁型技术结构都存在提升环境规制力度的发

展空间，提升清洁型技术结构意味着各地政府应该将清洁产品技术效率的提升放在非清洁型产品之上，制定有

针对性的激励政策，比如加大清洁型产品研发投入力度、增强清洁型产品要素投入、鼓励清洁型技术引进、吸引

清洁型产品外商投资等，促进清洁型产品的技术效率。在我国清洁型技术自主研发水平不高的现状下，进行清

洁型技术研发补贴等奖励性环境规制所提升的工业环境效率水平要低于进行污染征税等惩罚性环境规制。但

从长期来看，进行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提升的持续力度更大，对后期的影响更强，各地政府应该结

合长短期发展目标，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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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学等：

基于函数型数据的长江经济带生态建设动态综合评价

张宝学，陈庆美，王丙参，李路云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统计学院，北京 10070）

摘 要：从生态建设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 3个方面选取 16个代表性指标，基于多指标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与函数型分析相

结合方法对长江经济带 2006—2017年的生态建设进行动态评价，深入分析各地区生态建设的变化趋势，探讨函数型综合评价

在生态建设中的应用价值。得出结论：长江经济带地区在 2006—2017年期间生态建设上升趋势明显；生态环境水平：东部地

区呈 U型分布，中西部地区呈上升趋势；生态保护和压力：东中西不断上升，且变化趋势相似；经济和社会因素对生态建设影响

最大，其次为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生态建设的发展状况与经济建设有一定的趋同特征，且具有明显的聚集现象；对于近两年

生态建设发展状况，11个地区上升变化趋势相似。总体而言，函数型综合评价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的动态生态建设情况分析有

效且合理。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生态建设；函数型综合评价；熵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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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物种富饶，生态繁杂，货物运输量居全球内河第一，且长江流域及沿线省市构成的经济发展圈在国

家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经济社会的发展会带来了一系列的副作用，这其中首要问题便是生态环境

的破坏。《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城镇化发展太快造成了一系列生

态问题。此外，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导致的生态破坏难以挽救，例如，长江流域多种生物的功能性灭

绝等。若不及时施以行动，终将影响经济的发展、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党中央多次强调发展中要加强生态保

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概念。故在东中西部协同

发展的背景下，对横跨三大区域的长江经济带进行综合评价可以从定量的角度认清现实，找出地区差异，从

而为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建议，且对于各地区生态建设更具有示范带动和借鉴意义。目前，国内外很多专

家和学者对长江生态环境评价及预测做出了一系列研究。靳强和郑庆昌［1］利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度量长

江经济带生态创新，得出生态环境在 2005—2016年有序地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的历程；许辉云［2］采用

余弦夹角值权重法与 TOPSIS法客观评价法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评价，得出省级区别小，整体呈

中低水平；袁一仁等［3］采用动态因子分析法研究了长江经济带生态建设的空间布局和演变过程。

综合评价方法的最终目的是将被评价对象的多个指标的信息加以综合得到综合数值，然后利用综合数

值从整体上评价被评价对象。运用综合评价方法的大多数文献仅仅是通过对时间序列数据或横截面数据分

析获得对被评价对象的价值程度或定量的整体性判断依据。例如，国家环保局［4］、黄辉玲和吴次方［5］均采用

层次分析评价法对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但该方法局限在主观判断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很大；曹慧等［6］、刘康

兰和袁浩［7］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对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此外还有一些文献采用人工神经网络［8⁃9］、灰色综

合评价［10⁃11］、指数评价方法［12⁃13］和主成分分析［14⁃15］等。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获取和存储数据的能力不

断提高，人们不断获得具有时间⁃对象⁃指标等具有函数性特征的三维度数据。利用传统的综合评价方法对

该数据进行分析时，假设条件较为严格，但真实数据很难达到假设要求，且易忽略数据的函数型特征，难以深

入分析其动态问题、动态评价现象价值程度和价值变化的能力。函数型数据及分析理论首次被加拿大统计

学家 Ramsay［16］提出，其相对于传统数据来说能够提供更全面信息。将多个评价指标进行函数化对被评价对

象的发展规律进行深层次探究，能更巧妙地揭露数据的内在结构。赵煜和秦增举［17］探讨了函数型数据分析

在生态系统中的应用展望，并没有做出实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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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ased on Functional Data

Zhang Baoxue，Chen Qingmei，Wang Bingcan，Li Luyun
（School of Statist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elects 16 representative indicators from the economic， socia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multi⁃indicator panel data，the method of combining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is applied to
the Yangtze River.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economic belt from 2006 to 2017 is dynamically evaluated，and the trend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each region is analyzed in depth. From this，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function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s explore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a rising
trend during 2006⁃2017.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evel：the eastern region is U⁃shaped，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on the
ris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pressure：the eastern，central，and western regions are constantly rising and changing. The trends are
similar，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followed b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have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convergence，and there are obvious aggregation phenomena，for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11 regions have similar upward trends. In general，the function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is effective and reasonable for
analyzing the dynamic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words：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ecological construction；function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entropy weigh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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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Clean Technology Structure and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Wei Wei
（Jiaxing University，Jiaxing 314000，Zhejiang，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constructs and deduces the mechanism between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clean technology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measures the clean，non clean technology efficiency and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n China and other provinces，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direct effect，intermediary effect and threshold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through clean technology struc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iciency of clean，non clean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environment has been on the rise in each region，and the eastern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Puni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cen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irect effect of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the former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than the latter，
but the former is gradually weakened，and the latter is gradually strengthened. Both of them have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sustainable
two periods. Punishment type and reward typ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double and triple threshold effects respectively. Most
province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have broken through the u⁃threshold lower limit，whic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Keywords：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clean technology；environmental efficiency；technic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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